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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更迭替代足可把握社会的发展脉络。经贸史研究中，制度史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

受方法论影响，加之缺乏系统地连贯性的资料铺垫，又没有大量的他国文献佐证，中外贸易

制度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苦苦思索而又收获甚微的领地。新近拜读李庆新先生的《明代海

外贸易制度》一书，使人眼前一亮，为这一领域中出现难得的佳作而拍手称快，感慨良多。

现辑录数条，权且作为读后感想，与同行分享。 

一、主题突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明代海外贸易体制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过程，

深刻细致地挖掘了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意义。 

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对话的历史中展开的，是受中央集权政治压制

下产生的制度性“变态”，是市舶司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渊源所在，其特殊的地位

与价值是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与内部因素，作者抓住明前期朝

贡贸易和后期商舶贸易的特征，抓住广东、福建形成的“广中事例”、“月港体制”的不同管

理模式，抓住“体制内”的官方贸易制度的演变，揭示明中后期贸易制度转型与地域经济社

会变迁的关系，客观公正地评价明中后期贸易制度调适、影响以及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主

题鲜明，脉络清晰，所论诸问题无不与海外贸易制度有密切关系。 

纵观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发展过程，无不与明代政治体制有深刻的联系。明前期，朝贡

贸易作为大明帝国“怀柔远人”政治手段之一，“勘合”、“抽分”等贸易制度被赋予政治功

能而尽情发挥。明中叶，商舶贸易对地方的吸引力日显，地方创造性地确立了“广中事例”，

而中央，制度调整也制定了新的“弘治新例”。这些制度既是朝贡贸易在政治上的延伸，也

是地方执行贸易制度时的灵活调整。作者用大量篇章揭示这一贸易制度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

化涵义，足见作者的敏锐洞察力和扎实的史学功底。而隆（庆）、万（历）以后的闽、粤海

外商贸活动，“月港体制”与“广中体制”不同管理方式，这其中包括澳门体制在内也都成

为明海外贸易管理体制的重要成份，这些贸易制度的调适都与明后期财政状况恶化，中央与

地方极力从海外贸易中攫取市舶之利，以弥补内廷之用和地方军事开支有关。贸易制度无不

深深地烙上政治的印痕。作者正是抓住制度史研究的关键，从中外贸易环境到明中央、地方

贸易制度，体现着变态“经济”深层次的皇权专制体制的内涵，真可谓是“明代海外贸易史

研究的基础性专著”（冯尔康先生序）。 

二、理论与史实创新之处迭见，相得益彰。作者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而

系统地审视处于明朝政治外交与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下的明代海外贸易

制度的变迁，对若干诸如明朝前期市舶司职能与选官制度，市舶中官对朝贡贸易的实际领导，

地方政府的分权；明中期“广中事例”的诞生，海道副使与贸易管理，“澳票制”与广州、

澳门贸易“二元结构”；明后期福建开海与广州“交易会”、广州税制与“澳门模式”，华商

在海外的商业运作机制等重大问题，都作了具有创见性地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其研究多有超迈前人之处。 

明朝前期，赋予政治功能的朝贡贸易纳入国际外交体系中，“勘合”制度、抽分制度等

经作者的重新梳理和考辩，提出了一定的真知灼见。永乐以后，宦官掌管的提督市舶衙门与

地方行政机构的市舶司并存。学术界对后者有一定研究成果的问世，而两者力量消长、彼此

关系及相互影响，应是作者独到的创见。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的提督市舶衙门体现了朝廷对朝

贡贸易的主导和垂直领导，形成了市舶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管理制度。

不仅如此，作者对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管理，闽粤不同特色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粤地的



“广中事例”，由广州“一元中心”转变为澳门、广州“二元中心”，以及后来的广州国际间

的定期贸易“广交会”；闽地的“月港税制”仅允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商人前来

通商，灵活的广东体制成为后来清代海关制度的主要渊源。以具体的史实揭示管理制度的演

替，客观对待海外贸易史上的“偏爱”现象，也是作者多有创新的体现。 

借鉴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用明中后期贸易制度的演变

来阐释海外贸易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影响。作者特设专门章节研讨明朝中后期贸易制度的力

量及其局限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化理论。基于地方政府行为与国外海洋贸易力量冲突，

明中后期贸易转型与制度调适最终没能达到像近代西方重商主义指导下的自由贸易体制，成

为引导社会结构变迁、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主导因素。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出现

了一些新经济因素，经济制度也作了一定调适，但社会的深层结构无大变动，加之考虑到政

治结构乃至文化结构，封闭和僵化的传统大大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正是作者把“现代世界体

系”理论引入研究、探索西方各国东来而引发的创造转型及其不断调适，以及为中国东南沿

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近代化初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借助美国学者施坚雅（G . Willian Skinner）建构的中国城乡

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作者立足于中国东南海洋贸易区的三个区域，重点在广东和福建，

尤其是广东。突破了以往认识上的误区和盲点，抓住广州贸易制度与政策具有代表地方性和

全国性双重意义，兼及闽、浙等地方性外贸特点，不但揭示了明前期朝贡贸易的发展过程、

管理方式和机构，中央系统与地方系统并行的朝贡体系的“变态”，而且重点突出明中期海

外贸易制度转型的原因、海道副使及市舶宦官势力消长与贸易管理的关系。在兼及葡萄牙人

东来与澳门开埠的史实基础上，发掘“广中事例”的制度内涵和确立的意义，为明后期开海

贸易奠定基础。在明后期，西班牙、荷兰、英国人竞相东来，朝贡贸易日趋寥落的背景下，

闽省开海并实行“月港体制”，广州“交易会”与广东管制下的“澳门体制”日渐成熟，其

间虽也有李凤、高寀税使提督税务，市舶收入重归内府；海禁法例限制对外贸易，但“体制

外”的沿海私商贸易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东南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闽粤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农业商业化、专业化生产，手工业生产与海外市场联系更加密切，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导致了明廷的货币、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海外贸易又反过来影响明的

经济制度。从经贸制度的研究最终又归结到制度的本身，研讨这种制度调适局限性，以及海

外贸易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并进一步引出中国近代化路径思考。各章节排列错

落有致，以时间为经，条分缕析，内容丰实，全面系统地展示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史的全景。 

四、史料翔实，图表利用得当。由于海外贸易只作为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管理朝贡贸

易的市舶司也仅作为布政司属下的五品衙门，相关记载零散而稀少，作者不辞艰难，除利用

明代基本的正史、实录、文集、笔记、类书、档案外，对诸如海外学者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充

分利用，兼及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日文等中译文档案、日记等资料，结合文物、考古

资料，多达 400 多种。正是作者挖掘了大量而翔实的资料，各种资料互相参证，把明代海外

贸易制度详尽地复原出来，这种基础性的制度史研究，为中外关系史、经济史、区域史、宦

官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是近年难得的一部学术佳作。另外，80 幅图表形象直观、

锦上添花，使这部力作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总之，《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外贸易制度史的力作，其主

题突出，史料翔实，内容充实，理论与史实多有创新，是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专著。

如果说这部专著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正如冯尔康先生在该书序中提到的那样，“对明代

海外贸易的东西洋‘受众’缺乏相对充实的说明，对后来的大西洋贸易‘伙伴’的解说也有

限”，但这种“苛求”，应是大量的外文资料缺乏，中国史学界共同面对的课题之一，非作者

能力所及，希冀研究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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